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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绿色福利效应研究

———基于污染改善与环境ＴＦＰ双重视角

许冬兰，张新阔

摘　要：实现人人拥有充分的绿色福利，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支点，能否通过制造业服务化推动绿色福利的提升呢？为此，文章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１７个制造业面

板数据，借助熵值法和动态ＤＥＡ－ＥＢＭ－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测算污染和环境ＴＦＰ双维度的绿色福利指标，然后运

用系统ＧＭＭ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１）污染改

善和环境ＴＦＰ双重视角下，制造业服务化均能促进绿色福利提升。其中，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及环境改善的

作用为正，而纯技术效率为Ｕ型关系；此外，制造业转型升级在两者间起中介作用。（２）制造业服务化的绿

色福利效应存在异质性：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效应大于清洁型行业，而国外服务投入的效应大于国内服务投入。

（３）劳动生产率对绿色福利的影响为正，而所有制结构的影响为负，能源效率和环境规制则存在Ｕ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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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过长期高速的经济增长，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然发生转化，提升绿色福利、建设美丽中国逐
渐成为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１］。一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背后是自然资源的耗
竭与生态环境的牺牲，尤其在制造业领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长期占
据主导地位，导致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恶化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健康和生活，削
弱了中国的绿色福利水平。为加快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制造业亟待从粗放型发展向低消耗、低污染
的绿色集约型发展转变。在此背景下，作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制造业服务化日益成为国
内制造业结构性调整的重要方向［２］，《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明确提出 “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
变”的战略任务和部署。那么，制造业服务化和绿色福利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关
系？其影响机制是什么？如何在制造业服务化背景下全面提升中国绿色福利水平？这些问题的回答

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于 “绿色福利”，目前学界尚未有统一的概念界定，本文尝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对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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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内涵界定。狭义的绿色福利是指因资源利用率提升和污染排放减少，而带来的环境质量改善程
度；而广义的绿色福利是指绿色发展模式下多层次多样化的福利，是同时考虑绿色化和民生经济的
福利指标。本文将其具体界定为由绿色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经济产出与环境质量的提升水平，即实现
经济和环境双赢的程度。
关于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可从三个层面考察。一是绿色福利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

仅考虑环境因素，且基于促进生态改善的思路，将环境治理、资源损耗和污染排放纳入指标体系，
测算中国的绿色福利绩效［３］［４］；另一种则从多维度视角出发，在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加入经济增
长和社会民生 （如教育、健康等）等因素，并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综合性的绿色福利指
标［１］［５］。二是制造业服务化与环境污染的关联研究。多数研究认为服务化使企业更加重视产品的维
护与升级，由此使产品损耗降低和回收效率提高，进而减少废弃物排放［６］［７］［８］；此外，知识密集型
服务的投入将带来大量技术、人才等高级要素，有助于制造业降低资源依赖、减少污染排放［９］［１０］。
但也有研究主张两者存在Ｕ型关系，认为服务化初期，大量购买服务会挤占生产性投资，促使企
业为维持原有利润水平保留低投资的高污染环节，从而加剧了环境污染；而随着服务化水平提高，
技术溢出逐渐增强，有助于企业加大对高污染环节的技术改造，减少资源消耗，从而降低污染强
度［１１］。三是制造业服务化与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ＦＰ）的关联研究。有三种
不同的观点：（１）制造业服务化与ＴＦＰ存在正向关系。认为高质量的服务投入能够提升企业人力
资本水平，增强研发能力，带动技术进步，从而推动ＴＦＰ提升［１２］。（２）制造业服务化与ＴＦＰ存在
负向关系。企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会面临运作效率下降、管理难度加大等障碍，使其经营能力受
限，管理效率难以提升，进而导致技术效率下降，阻碍ＴＦＰ增长［１３］［１４］。（３）制造业服务化与ＴＦＰ
具有非线性关系。研究认为，一方面，大量服务投入容易挤占生产性投资，不利于企业扩大再生
产，从而导致规模效率下降，阻碍ＴＦＰ进步；但另一方面，技术密集型服务投入带来的丰富技术
溢出又会促进企业技术进步，进而带动ＴＦＰ增长。因此，综合考虑制造业服务化对ＴＦＰ的不同影
响，两者间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Ｕ型、倒Ｕ型或Ｎ型等非线性关系［１５］［１６］［１７］［１８］。
综上，目前制造业服务化与环境污染及单纯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关联研究成果已经较为丰富，但

鲜有文献从污染改善和环境ＴＦＰ双重视角考察绿色福利水平，也没有将绿色福利与制造业服务化
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更少有深入探究两者间的内在机制。因此，本文试图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拓展
和创新：（１）构建双维度绿色福利评价指标，力求更加科学全面地测度中国绿色福利水平。具体
地，一是采用熵值法测算各制造业行业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从环境污染的角度评价中国绿色福利
水平；二是采用动态ＤＥＡ－ＥＢＭ－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测算各制造业行业的环境ＴＦＰ指数，从环境ＴＦＰ
的角度评价中国绿色福利水平。（２）将制造业服务化、狭义和广义绿色福利概念统一到一个理论分
析框架里，并深入剖析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绿色福利的内在传导机制和可行路径，同时也针对制造业
转型升级在两者间是否起中介作用进行机制检验。（３）从污染密集度和服务投入来源两个视角，考
察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福利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使两者间的关联研究更加完整。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绿色福利的理论分析：污染改善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对污染改善的推动作用主要源于技术创新效应和价值链升级效应。从技术创新效

应视角看，生产性服务业涵盖了信息通信、研发设计等大量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制造业企业实施
服务化战略，增加大批服务投入，能够推动两者建立紧密的产业关联机制和信任合作关系，有利于
实现知识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大规模流动［１９］，为企业技术创新奠定坚实基础，从而增强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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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技术进步。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进步有利于企业设备更新和工艺升级，提高资源利用率，
降低生产活动的资源投入强度，从而减少污染排放，推动污染改善［２０］。从价值链升级效应视角看，
高质量生产性服务投入带来的先进知识、技术等要素融入制造业的价值创造活动，能够显著提升产
品的技术复杂度［２１］，增强企业的价值增值能力，形成具有高附加值特征的产品开发体系，有助于
驱动企业价值链重构，逐渐向更高环节攀升，减少高污染、高排放的低端生产，从而建立更加清洁
的生产运营体系［２２］，实现环境的改善。
据此，提出理论假设１：制造业服务化能够发挥技术创新和价值链升级效应，驱动清洁生产，

促进环境改善，进而提升中国绿色福利水平。
（二）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绿色福利的理论分析：环境ＴＦＰ视角
本文将从环境ＴＦＰ的四个分解项：规模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及环境改善来剖析制造

业服务化对环境ＴＦＰ的内在影响机理。

１．规模效率效应。规模效率是指由生产规模调整引起的效率变动。当存在规模经济时，规模
效率随规模的扩大而提升。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推动专业化分工和成本节约，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规
模，提高规模效率。从专业化分工层面来看，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制造业企业将相对劣势的服务业
务外包，缩减服务部门规模，深化了专业化分工，有利于重新整合资源，将更多优质要素向核心制
造环节集中，强化自身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２３］［２４］，从而激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获得规模效
益，带动规模效率提升。从成本节约层面来看，专业的生产性服务投入有利于企业生产管理，增强
对产、供、销各环节的控制，减少成本支出。如信息通信服务有助于加强部门管理，疏通信息拥
塞，降低沟通成本［２１］；分销服务提供的精准市场信息有助于灵活控制产品库存，降低仓储成本［２５］。
而成本节约有利于企业腾出更多资金扩大经营规模，产生规模经济，从而提高规模效率。而规模效
率提升意味着生产规模更接近最优水平，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释放要素潜力，从而提高环境

ＴＦＰ水平。
据此，提出理论假设２：制造业服务化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和成本节约效应有助于产生规模经

济，改善规模效率，进而促进环境ＴＦＰ增长，提升中国绿色福利水平。

２．技术进步效应。技术进步指生产前沿面向外移动，即在不变的生产投入组合下，由技术带
动而实现的产出增长。制造业服务化主要通过学习效应和融资支持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推动技术
进步。首先，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投入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学习机会。服务化能够促进制造业与
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构建稳定的研发合作机制［１９］，有利于提高技术人员之间正式与非正式交
流的频率，从而加快有关技术研发的经验、诀窍等隐性知识的传播和扩散［２６］，便于制造业企业学
习更多新思想和新方法，从而推动生产技术革新，实现技术进步。其次，金融服务投入能够缓解企
业研发融资约束，保障研发活动的连续性，推动技术进步。由于企业内部融资规模有限且易受生产
性投资挤压，研发融资的稳定性较差，容易导致研发效率不足。因此，金融服务投入有助于扩大企
业融资规模，稳定资金来源，使研发活动能够长期推进［２７］，催生更多创新成果，实现技术进步。
而技术进步将支持企业使用更多的新材料和新设备，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来提高要素的产出效
率，从而推动环境ＴＦＰ增长。
据此，提出理论假设３：制造业服务化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研发活动效率，带来技术进

步效应，进而推动环境ＴＦＰ增长，提升中国绿色福利水平。

３．纯技术效率效应。纯技术效率表示要素使用效率的情况，反映了现有技术潜能的释放程度。
制造业服务化对纯技术效率的影响可能存在相反的表现：盲目引入大量生产性服务，可能会加大制
造业企业的管理难度［１３］，导致管理水平下降，进而引起资源错配，抑制纯技术效率的提升；但与
提供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企业合作，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学习先进管理技能，引进高水平的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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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强管理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水平，改善纯技术效率。
在服务化转型初期，制造业企业需要通过设立新部门、人员重组等方式进行组织变革，支撑服

务化战略的实施［２８］。因此，大量服务投入引发的人力和资金需求挤占了生产性资源，打破了企业
原来的生产平衡，再加上生产体系难以及时调整，可能会降低运作效率，增加企业管理难度［１５］，
不利于资源合理配置，从而对纯技术效率产生抑制作用。但随着服务化程度加深，制造业企业驾驭
高端生产性服务的能力增强，管理人才的流入和经验学习均能提升企业管理水平［１２］，有助于建立
更高效的组织结构，提高运作效率，从而科学调配各类要素，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纯技术效率提
升。而纯技术效率的提高能够改善企业对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和利用效率，发挥生产技术对产出增
长的推动作用，促进环境ＴＦＰ提升。
据此，提出理论假设４：受服务化水平和管理能力大小的影响，制造业服务化与纯技术效率可

能存在Ｕ型关系，而后者对环境ＴＦＰ具有正向推动作用。故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纯技术效率效应影
响环境ＴＦＰ可能表现为Ｕ型关系。

４．环境改善效应。环境改善是指由资源利用率提高或污染排放减少带来的环境质量的提升。
制造业服务化有助于企业获取先进技术并优化要素结构，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环境质量。首先，根
据新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是获取技术转移的重要渠道，所以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进口能够带来大量
前沿的国外技术。制造业企业在 “干中学”过程中将溢出技术融入生产运营体系，推动设备更新和
工艺升级，能够增强精益生产能力，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２９］，减少污染
排放，促进环境改善。其次，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推动企业要素结构优化，降低资源依赖，改善生态
环境。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企业导入大量知识、技术等高级要素［２４］，能够对实物要素产生替代
效应［１０］，优化要素投入结构，有助于驱动企业向技术密集的生产方式过渡，降低自然资源投入，
从而缩减高消耗、高污染部门的规模，实现环境的改善。而环境改善意味着污染排放水平的下降，
有助于推动环境ＴＦＰ增长。
据此，提出理论假设５：制造业服务化带来的技术溢出和要素替代效应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

产生环境改善效应，进而推动环境ＴＦＰ增长，提升中国绿色福利水平。
图１展示了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绿色福利的内在机理。

图１　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绿色福利的内在机理图

三、模型介绍、变量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介绍

１．动态ＤＥＡ－ＥＢＭ－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指数。借鉴许冬兰等［３０］的研究，采用动态ＤＥＡ－ＥＢＭ－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
指数测算环境ＴＦＰ指数，首先将其分解为规模效率指数 （ＳＥＣ）、技术进步指数 （ＴＣ）和技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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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指数 （ＴＥＣ），然后将技术效率指数进一步分解成纯技术效率指数 （ＰＴＥＣ）与环境改善指数
（ＥＣ）。具体分解方法如下：

Ｍ（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ｔ＋１ｂ ，ｚｔ＋１，ｘｔ，ｚｔ－１，ｙｔ，ｙｂｔ，ｚｔ）

＝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
Ｄｔｖ（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Ｄｔ＋１ｖ （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

１
２

×

Ｄｔｃ（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ｃ（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
Ｄｔ＋１ｃ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１ｃ （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Ｄｔｖ（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１ｖ （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熿

燀

燄

燅）

１
２

（１）

ＴＥＣ ＝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ｚｔ＋１）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ｚｔ）

×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ｙ
ｔ＋１
ｂ ，ｚｔ＋１）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ｙ
ｔ
ｂ，ｚｔ）

Ｄｔ＋１ｖ （ｘｔ＋１，ｚｔ，ｙｔ＋１，ｚｔ＋１）
Ｄｔｖ（ｘｔ，ｚｔ－１，ｙｔ，ｚｔ

熿

燀

燄

燅）

（２）

其中，ｘ代表投入要素，ｙ代表产出要素，ｙｂ 代表环境负产出要素，ｚ代表动态要素。下标ｃ
表示规模报酬不变，ｖ为规模报酬可变。

２．跨国投入产出模型。借鉴戴翔［２］的方法，采用贸易增加值法测度制造业服务化水平。

首先，建立跨国投入产出模型，将一国出口内涵增加值的来源分解如下：

ＴＶ ＝

ＴＶ１１ … ＴＶ１　Ｎ
  

ＴＶＮ１ … ＴＶ

熿

燀

燄

燅ＮＮ

＝ＶＢＥ ＝

ｖ１ … ０
  

０ … ｖ

熿

燀

燄

燅Ｎ

Ｂ１１ … Ｂ１　Ｎ
  

ＢＮ１ … Ｂ

熿

燀

燄

燅ＮＮ

Ｅ１ … ０
  

０ … Ｅ

熿

燀

燄

燅Ｎ

（３）

其中，ＴＶ为出口贸易增加值矩阵，ＴＶｒｒ表示国家ｒ出口增加值中由本国创造的部分，ＴＶｔｒ
（ｔ≠ｒ）表示国家ｒ出口增加值中源于他国创造的部分；Ｖ 为多国增加值率矩阵；Ｂ为里昂惕夫逆矩
阵；Ｅ为多国出口总量矩阵。

然后，构造制造业服务化测算公式如下：

ＳＥＲｉ＝∑
Ｎ

ｃ＝１∑
Ｓ

ｊ＝１
ＶｃｊＢ（ｃｊ）ｉＥｉ／Ｅｉ （４）

其中，ｉ为制造业，ｊ为服务业，ｃ为国家，Ｖｃｊ为ｃ国ｊ服务业的增加值率，Ｂ（ｃｊ）ｉ为制造业ｉ中
来自ｃ国ｊ服务业的投入，Ｅｉ为制造业ｉ的出口总量。

３．计量模型。考虑到变量的经济惯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

滞后一期的环境污染、环境ＴＦＰ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回归方程，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并采用系统

ＧＭＭ方法进行估计，考察制造业服务化的绿色福利效应。

ＧＷｉｔ＝α０＋α１ＧＷｉ（ｔ－１）＋α２ＳＥＲｉｔ＋δ１Ｘｉｔ＋εｉｔ （５）

其中，ｉ表示制造业，ｔ表示时期，εｉｔ是随机扰动项，ＳＥＲｉｔ表示制造业服务化，ＧＷｉｔ表示绿色
福利，包括环境污染 （Ｐ）和环境ＴＦＰ （ＥＴＦＰ），Ｘｉｔ表示控制变量。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

（１）环境污染 （Ｐ）：为综合反映制造业的污染情况，选取 “三废”排放数据。考虑到近年来
中国ＣＯ２ 和ＳＯ２ 的减排压力较大，故用这两者代表废气排放水平。因此，最终选取ＣＯ２、ＳＯ２、废
水和固体废弃物四项污染物指标，并采用熵值法测算１７个制造业行业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其中，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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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 采用ＩＰＣＣ （２００６）提供的公式①计算得到。

（２）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ＥＴＦＰ）：参考李玲等［３１］的做法，将工业 “三废”和能源消耗纳入核
算框架，计算１７个制造业行业的环境ＴＦＰ。

投入指标：劳动投入采用各行业全部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万人）；能源投入采用各行业能源消

费总量 （万吨标准煤）。

产出指标：期望产出采用各行业总产值② （亿元）；非期望产出采用ＣＯ２、ＳＯ２、废水和固体废

弃物排放量 （吨）。

动态要素：借鉴Ｔｏｎｅ等［３２］，采用固定资产投入 （亿元）为动态要素，并将上一年数据作为投

入要素，本年数据作为产出要素。

此外，通过累乘的方式将环境ＴＦＰ及其分解项化为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的绝对量。

２．主要解释变量。制造业服务化 （ＳＥＲ）：从贸易增加值角度，以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增加值
的比重衡量。所用数据为 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数据库提供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数据③。参考王向进［３３］的做

法，将 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数据库中１９个制造业与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分类标准中的２９个制造业④进行对

比合并，最终得到１７个制造业行业⑤。

３．控制变量。（１）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借鉴王岚［１６］，用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制造业产值
占总产值的比重衡量。ＦＤＩ的技术溢出有助于提升企业的清洁生产水平，减少污染排放。（２）行业

规模 （Ｓ）：采用各行业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表示。粗放型发展模式下的规模扩张会引致大量资源
消耗，加剧污染排放。（３）环境规制 （ＥＲ）：借鉴许冬兰等［３４］，用废水和废气治理运行费用占制
造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环境规制迫使企业增加治污支出、减少污染排放的同时，也会加重其成本

负担，阻碍生产率进步。（４）研发投入 （ＲＤ）：用各行业Ｒ＆Ｄ经费内部支出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
重表示。研发投入能够影响企业的清洁技术水平，进而影响其污染强度。（５）能源效率 （ＥＰ）：借
鉴李玲等［３１］，用各行业产值与能源消耗量之比表示。能源效率反映了行业能源利用率和生产技术

水平，此指标提高有利于环境ＴＦＰ进步。（６）劳动生产率 （ＬＰ）：用各行业产值与全部从业人员
平均人数之比表示。这一指标能够反映行业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状况，其进步有利于环境ＴＦＰ增长。

（７）所有制结构 （ＯＳ）：用国有及国有控股制造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衡量，其合理性直接影响行
业的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进而影响环境ＴＦＰ。

所用数据均来源于 《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中国统计年

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 ＷＩＯＤ （２０１６）数据库，

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

４．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本文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⑥中国１７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并参考陈诗

一［３５］的方法，统一数据口径，同时对所有含价格因素的变量均以２０００年为基期进行平减。现列出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如表１所示）。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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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具体可参见刘传江等 （２０１７）。

由于２０１２年后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不再公布工业总产值数据，本文利用销售产值除产品销售率得到２０１２年各
行业总产值，利用２００１—２０１２年各行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推算得到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数据。

选取的制造业为Ｃ５—Ｃ２３，服务业为Ｃ２８—Ｃ５６。

鉴于数据的完整性，未包括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对２０００—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制造业行业归类方法类似，具体结果不再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限于 ＷＩＯＤ数据库的最新数据仅至２０１４年，故本文选择的样本期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核心解释变量 制造业服务化 ０．２２３５　 ０．０３１８　 ０．１５００　 ０．３１３５
被解释变量 环境污染 １．０９０４　 ０．１４９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７８２２

环境全要素生产率 １．７８０２　 ０．９５９８　 ０．４５９７　 ８．１７４５
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０．３０７３　 ０．１５４４　 ０．０５４１　 ０．８４９７

行业规模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０５９　 ０．１８４５
环境规制 １７．３８７３　 ２０．７３７１　 ０．５００７　 １０１．８１２０
研发投入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３
能源效率 ６．６１８５　 ７．７９３８　 ０．４０１９　 ５３．８８２１
劳动生产率 ４３．２２６８　 ３３．３７００　 ６．３０１０　 １９７．０５０３
所有制结构 ０．１９９５　 ０．１８９９　 ０．０１０９　 ０．７９６５

其他变量 规模效率 １．１３７４　 ０．５４３５　 ０．３４９２　 ４．５３９４
技术进步 １．６５０６　 １．０３９９　 ０．６８９３　 ５．７５９８
纯技术效率 １．０４５５　 ０．２３００　 ０．６０９０　 １．６７９４
环境改善 １．０３１８　 ０．１１３１　 ０．７８７４　 １．５１１３

四、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绿色福利水平的测算结果分析
如前所述，本文从狭义的环境污染和广义的环境ＴＦＰ两项指标来评价中国绿色福利水平。结

果①显示：（１）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中国制造业的污染程度波动较大，整体形势趋于严峻。其中，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污染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可能是由于重工业企业的大规模扩张加剧了污染排
放；此后，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国家 “十一五”规划提出实施节能减排战略，强制关闭了大量重
工业企业，污染状况有所缓和；而在２０１０年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十二五”规划的重心开始向
“保增长”转移，环境规制逐渐放松，污染大幅反弹，污染水平再度上升并持续居高不下。因此，
在环境污染维度，研究期间内污染加剧导致中国绿色福利整体出现了略微的下降。（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间中国制造业的环境ＴＦＰ整体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６．２％。其中，技术进步年均
增长４．９％，而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环境改善在０．２％～０．５％之间，变动不大。可见，研究期
间技术进步是环境ＴＦＰ增长的主导力量，说明中国制造业通过技术溢出和技术引进等方式寻求技
术进步的效果明显，但在规模化经营、管理制度创新及污染减排等方面的工作仍然面临较大挑战。
因此，在环境ＴＦＰ维度，研究期间内主要受益于技术进步的影响，中国绿色福利水平获得提升。
研究期间内，环境污染和环境ＴＦＰ双维度评价下的中国绿色福利水平得出一降一升相反的结

论，原因在于前者从狭义的绿色福利概念出发，仅考虑污染因素的影响，污染加剧造成中国绿色福
利水平下降，而后者从广义的概念出发，综合考虑技术、效率、污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故在技术
进步的主导作用下，以环境ＴＦＰ衡量的经济与环境的双赢程度明显改善，中国绿色福利水平因此
上升。

（二）制造业服务化的绿色福利效应：污染改善视角
为解决动态面板模型引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ＧＭＭ法进行估计。此外，依次将控制

变量引入模型 （５）回归，避免多重共线性。结果如表２所示：序列相关检验显示在５％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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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 （２）均不显著，即不存在残差项二阶序列相关；Ｓａｒｇａｎ检验和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的ｐ值均表明不存
在过度识别问题，说明工具变量的选择是有效的。

表２　制造业服务化对环境污染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Ｌ．Ｐ　 ０．９６１５＊＊＊ ０．９４６５＊＊＊ ０．９１０４＊＊＊ ０．９２２３＊＊＊

（１７２．４３６６） （７６．９８１５） （７８．９６４３） （７４．１６１６）

ＳＥＲ －０．０３８７＊＊＊ －０．０７１２＊＊＊ －０．０７２７＊＊＊ －０．１１８６＊＊＊

（－５．９４３０） （－５．８２５０） （－５．９７９２） （－２．７９９２）

ＦＤＩ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２２２＊＊＊ －０．０３２４＊＊＊ －０．０６７３＊＊＊

（－４．０４０９） （－３．１４１１） （－５．７３６６） （－４．３５７７）

Ｓ ０．１２５０＊＊＊ ０．１７５１＊＊＊ ０．３２７３＊＊＊

（３．９６０２） （１０．９３７０） （２．９９３１）

Ｅ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５．６２７３） （－４．７３５１）

ＲＤ －０．１１４６
（－０．２３０１）

Ｃｏｎｓ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７４３＊＊＊ ０．１０８２＊＊＊ ０．１１１８＊＊＊

（８．４５４５） （５．１３３１） （１０．８７３６） （７．９７６５）

Ｏｂｓ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１０４３　 ０．１１８８　 ０．２０９１　 ０．１７００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０．８２９７　 ０．７２５４　 ０．６９８４　 ０．３７５９
ＡＲ （２） ０．３８１５　 ０．３７９９　 ０．３４９２　 ０．３６５６

　　注：Ｌ．为滞后算子，表示被解释变量滞后１期；＊＊＊、＊＊、＊分别表示变量系数通过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

检验；圆括号内为ｚ统计量；Ｓａｒｇａｎ检验、Ｈａｎｓｅｎ检验、ＡＲ （２）对应的是ｐ值。下表同。

表２回归结果显示，逐一加入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制造业服务化 （ＳＥＲ）的影响系数始终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验证了理论假设１，表明制造业服务化的绿色福利效应是存在的。可
能的解释是：一方面，制造业服务化存在技术创新效应，即服务化加深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
产业关联，有利于制造业企业获取丰富的知识及人力资本，将其与原有生产体系融合，激发更多新
理念和新技术，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而创新能力的提升不仅能够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改进生产方
式，提高生产率水平，从而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投入，避免更多污染产生，还将为企业改造治污设
备、研发清洁技术提供有力的创新支撑，从而改善治污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制造业服
务化存在价值链升级效应。研发、信息、金融等高质量生产性服务将为制造业生产活动提供更为专
业的服务供给，从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企业改进落后的生产工艺，从而提升产品质量，降低单位
产品成本，有助于增强企业从事高附加值活动的能力，进而有利于其从污染密集的生产环节向低污
染的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提高清洁生产水平，带来污染改善的效果。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能够抑制环境污染，即外资企业往往遵循更

加严格的国际环境标准，进入东道国市场产生的技术溢出可以推动内资企业清洁生产水平提升，改
进环境质量；行业规模 （Ｓ）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粗放型发展模式下，企业扩大生产规模
不仅会产生大量资源需求，还会加大管理难度、降低资源利用率，从而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加剧污
染排放；环境规制 （ＥＲ）对环境污染具有抑制作用，原因在于面对严格的排污约束，为避免承担
额外的污染税，企业被迫增加治污支出，投入大量治污设备，减少污染排放；研发投入 （ＲＤ）未
起到减排作用，可能是因为制造业的研发活动被划分为清洁型和污染型两种，前者能够支持企业改
造排污设备，减少污染排放，而后者则一味追求产出增长，忽视了可能对环境带来的消极影响，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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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引致的技术进步容易促使企业加大资源消耗，过多使用高污染设备，从而加剧污染排放。这两种
研发活动对环境污染的反向作用可能产生相互抵消的结果，使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变得不显著。

（三）制造业服务化的绿色福利效应：环境ＴＦＰ视角
１．制造业服务化的环境ＴＦＰ影响效应回归。估计结果如表３所示，模型 （５）至少在５％的水
平上通过了各项检验，说明结果是可靠的。具体分析如下。

表３　制造业服务化对环境ＴＦＰ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ＥＴＦＰ　 ０．９９１５＊＊＊ ０．９７２４＊＊＊ ０．８８２１＊＊＊ ０．７１１８＊＊＊ ０．８２６７＊＊＊ ０．７４９０＊＊＊

（１９６．１３１２） （２４．１９０３） （１５．７８７１） （８．７２５６） （１０．８２２９） （６．９８２３）

ＳＥＲ　 １．７８４８＊＊＊ ４．１６８８＊＊＊ ３．１１６１＊＊＊ ３．４２２１＊＊＊ ３．９２５８＊＊＊ ５．９４６５＊＊＊

（８．５９８９） （３．７８５６） （３．２６５５） （３．８２４１） （３．７２２２） （３．７９０１）

ＥＰ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３６６＊＊＊ －０．０３１４＊＊＊ －０．０８７０＊＊＊

（－１２．２０９０） （－２．６１７８） （－３．２９７５） （－５．８６５０） （－３．８７６３） （－２．７６５１）

ＥＲ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３５５＊＊＊

（－９．０５３７） （－７．６１９１） （－３．０８５９） （－１１．１６９０） （－２．９０９９）

ＬＰ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７６＊＊

（２．０７１５） （５．３９３６） （２．０５５４） （２．１１２３）

ＯＳ －０．６１６６＊＊＊ －０．４１６０＊＊＊ －０．３９０９＊

（－６．７５０７） （－３．１６８６） （－１．７２８３）

ＦＤＩ －０．２２６５ －０．４９２５
（－０．８４８０） （－１．０３８２）

ＥＰ２ ０．００１０＊

（１．７９４５）

ＥＲ２ ０．０００３＊＊＊

（２．９８１４）

Ｃｏｎｓ －０．２３１４＊＊＊ －０．３４９７＊＊＊ －０．１９１８ －０．１６９１ －０．１５０６ －０．８４３８＊

（－６．０７７６） （－２．７００１） （－１．１３０３） （－１．３９５５） （－０．６０５７） （－１．７８３１）

Ｏｂｓ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１６１４　 ０．１９２９　 ０．３１６８　 ０．３０４５　 ０．６９３１　 ０．５０７０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０．３２２９　 ０．２５５２　 ０．３１８５　 ０．４８３１　 ０．４８５１　 ０．５２９５
ＡＲ （２） ０．０６５７　 ０．１４０５　 ０．１３５８　 ０．１０５８　 ０．１３５５　 ０．２０１０

表３列 （１）— （５）制造业服务化 （ＳＥＲ）的回归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再次证实
了制造业服务化存在绿色福利效应。究其原因可知：一是制造业服务化具有生产率效应。服务化实
质上推动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即制造业企业将低效率的服务外包给专业的
服务供应商，可以获得更优质的中间服务，将其嵌入生产过程，带来的大量技术转移能够支持企业
采用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推动生产率提升。专业化的分工还会使企业更加专注于自身擅长的制造环
节，有利于提高这一环节的资源利用水平，优化资源配置，从而促进生产率改善，带动环境ＴＦＰ
提升。二是制造业服务化具有污染减排效应。与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的长期合作，能让制造业
企业学习到丰富的研发技巧及经验，增强研发能力，提升研发效率，取得相应的技术进步，从而加
大对高消耗、高污染设备的技术改造，降低生产活动的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制造业服务化带来的
生产率效应也将进一步增强企业盈利能力，促进资金积累，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治污意愿，通过增加
治污投入，引进先进的治污技术及设备，减少污染排放，实现环境ＴＦＰ的增长。

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能源效率 （ＥＰ）抑制了环境ＴＦＰ增长，与理论预期不符，加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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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项后，列 （６）结果表明，能源效率与环境ＴＦＰ存在 Ｕ型关系。可能的解释是，能源效率的提
升引发了 “能源回弹效应”，即能效改善虽然有助于节约能源投入，但也会推动产出增长，激励企
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引致更多能源消费，抵消节能效应［３６］，加剧污染排放。但从长远看，能效
提升带来的生产率进步和能源节约效应将超过回弹效应，促进产出增长和污染减排，推动环境

ＴＦＰ提升。环境规制 （ＥＲ）对环境ＴＦＰ存在抑制作用。为验证是否存在波特效应，引入环境规制
的二次项，发现规制政策的实施虽会增加企业治污费用，加重成本负担，不利于生产流程升级，导
致技术效率下降，阻碍环境ＴＦＰ改善，但当环境规制力度越过拐点，将倒逼企业加大绿色技术创
新，凭借绿色技术提高生产率并减少污染排放，带动环境ＴＦＰ增长，故满足 “波特假说”［３７］。劳
动生产率 （ＬＰ）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劳动生产率进步能够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盈利能
力，有助于企业规模扩张，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以改善规模效率，促进环境ＴＦＰ进步。所有制结构
（ＯＳ）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通常拥有丰富的政府资源，能够通过财政补助、
银行贷款等多种渠道进行融资，而资金投入过量容易引起投资过度，从而扭曲资源配置，降低产出
效率，阻碍环境ＴＦＰ的提升。

２．制造业服务化对环境ＴＦＰ的内在影响机制分析。为进一步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环境ＴＦＰ的
影响，本文从环境ＴＦＰ的四个分解项：规模效率、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环境改善出发，考察
两者间的内在传导机制。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制造业服务化对环境ＴＦＰ分解项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ＳＥＣ　 ＴＣ　 ＰＴＥＣ　 ＥＣ
Ｌ ． １．１３７８＊＊＊ １．０９０４＊＊＊ ０．９２２７＊＊＊ ０．２１０２＊＊＊

（１０４．６３７５） （３８．７３０８） （１４．９３０１） （５．８４９７）

ＳＥＲ　 ０．３５４９＊＊ １．８１８０＊＊＊ －１．６７３９　 ０．２２６８＊＊＊

（２．０６９７） （２．６４９７） （－１．６０９２） （４．１４８９）

ＳＥＲ２ ５．４２５８＊＊

（２．５６７６）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３１５０　 ０．１００３　 ０．９２６０　 ０．６６５５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０．６４００　 ０．１９４４　 ０．６１６９　 ０．３８３０
ＡＲ （２） ０．３２３４　 ０．０８０４　 ０．２１９８　 ０．８８８９

表４列 （１）显示，制造业服务化对规模效率的估计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从而验证
了理论假设２，表明制造业企业把自营的服务业务外包给专业的服务供应商，能将更多技术、人才
等优质资源释放出来，并将其重新配置到核心制造环节，有助于进一步强化自身专业优势，增强制
造能力，改善生产效益，从而激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并提升规模效率。此外，与自
给服务相比，企业能从生产性服务市场购买更加质优价廉的中间服务，如物流、信息等，有助于提
高企业的运作效率，从而减少运输、交易等各类费用支出，增强盈利能力，进而为其规模扩张提供
资金支持，带动规模效率改善。
列 （２）中，制造业服务化对技术进步的回归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验证了理论

假设３。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一方面，服务化战略的深入推进加大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
互动交流的频率，便于技术人员发挥学习效应，从中吸取更多有关技术研发的信息和经验，将其运
用于企业创新活动，从而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推动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与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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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企业的长期合作能够降低其外部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缓解其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从而为其研
发活动予以有力的融资支持，调动研发积极性，同时保障研发活动持续稳定的进行，带来更多的新
技术和新工艺，进而实现技术进步。
列 （３）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的二次项系数显著，说明制造业服务化与纯技术效率之间存

在Ｕ型关系，理论假设４成立。服务化初期，制造业企业往往与运输仓储等生产性服务业关联，
而这些服务投入带来的管理经验较少，对管理水平的提升作用有限，而且大量引入生产性服务加大
了企业的管理难度，反而可能导致管理水平下降，扭曲资源配置，阻碍纯技术效率的提升。随着服
务化程度的提高，与信息通信、管理咨询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增加，便于企业从中吸收更多
先进管理经验，引进高水平管理人才，有助于提升管理能力，从而增强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推动纯
技术效率改善。
列 （４）中，制造业服务化对环境改善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由此验证了理论假设５。一方面，

信息通信、研发设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融入制造业生产活动，往往伴随着显著的技术转移，有利于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促使其加快工艺升级和设备更新，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消耗，从而实现
污染减排，促进环境改善；另一方面，制造业企业可以从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中获取更多人力资
本、知识资本等高级要素，从而在同等甚至更少数量的资源投入下获得更高的产出水平，有助于推
动企业调整要素结构，加大人力资本等高级要素对资源要素的替代力度，进而减少高污染设备的使
用，实现环境质量的提升。
综上，制造业服务化对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环境改善均具有推动作用，而与纯技术效率之间

呈Ｕ型关系。由此可知，规模效率、技术进步和环境改善在制造业服务化与环境ＴＦＰ之间起正向
传导作用，而纯技术效率则是起先负后正的传导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使用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１）替换主要解释变量的衡量

方法。借鉴许和连等［２１］，采用完全消耗系数法对１７个制造业行业的服务化水平重新进行测度。
（２）剔除特殊值。考虑到研究期间内，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借鉴杨仁发等［２７］，剔除２００９年数据样本，以减小特殊值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从表５的估计结果看，与前述回归相比，两种方法下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大小虽有变动，但影

响方向一致，说明本文实证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表５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剔除特殊值

Ｐ　 ＥＴＦＰ　 Ｐ　 ＥＴＦＰ

Ｌ． ０．９１５２＊＊＊ ０．８６２４＊＊＊ ０．９２０８＊＊＊ ０．８８７５＊＊＊

（１１４．５８９６） （１２．３０３０） （６１．３２４９） （１２．１５４８）

ＳＥＲ －０．０６０７＊＊＊ ２．６８７１＊＊＊ －０．１１００＊＊＊ ２．５７１４＊＊＊

（－３．５４３９） （５．７１３３） （－３．７０６７） （３．０９６３）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０４　 ２０４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５００７　 ０．８４２６　 ０．１８２６　 ０．４３１４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０．３７０４　 ０．８６１０　 ０．３３３５　 ０．２８８４

ＡＲ （２） ０．３３５２　 ０．１４５２　 ０．４２１３　 ０．１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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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进一步拓展分析

（一）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绿色福利的中介效应分析
上述研究均已证实了制造业服务化的绿色福利效应，但两者间是否还存在其他作用机制，仍有

必要进一步探讨。制造业服务化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发展模式，逐渐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
力［２］。具体而言，制造业服务化有助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成本节约，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从人力资
本视角看，服务化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企业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和产品工艺，经由 “干中学”培养高素
质劳动力，从而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２７］。在大量人力资本的支持下，企业得以不断优化生产工艺，
提升研发水平，获得技术进步，进而由简单加工组装环节向技术密集的生产环节挑战，实现转型升
级。从成本节约视角看：（１）企业将服务业务外包，能够降低固定成本［２３］；（２）专业的信息通信
服务投入、生产统筹协调的强化，能够降低交易成本［２１］；（３）分销服务有助于提高企业探索市场
的效率，节约信息搜集成本［２５］。各类成本的降低能够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使其将更多资金用于
技术引进或研发，从而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企业向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而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够推动生产率进步与环境改善，提升绿色福利。一方面，制造业转型

升级意味着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有助于改善资源利用率，提高单位资源投入的产出水平，促进生产
率进步。且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有利于企业利润积累，从而为技术研发和扩大再生产提供资金基
础，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改善，带动生产率提升。另一方面，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够驱动要
素结构升级，即通过人才、技术等要素投入替代自然资源等实物要素，有利于削减污染活动规模，
达到减排效果［２９］。同时，转型升级伴随的利润积累也将有力支持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引进更先进
的清洁技术，减少污染排放，实现绿色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节将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探究制造业

服务化与绿色福利之间的内在联系。考虑到经济惯性及内生性问题，建立如下模型：

ＧＷｉｔ ＝α０＋α１ＧＷｉ（ｔ－１）＋α２ＳＥＲｉｔ＋δ１Ｘｉｔ＋εｉｔ （６）

ＴＵｉｔ ＝β０＋β１ＴＵｉ（ｔ－１）＋β２ＳＥＲｉｔ＋δ２Ｘｉｔ＋εｉｔ （７）

ＧＷｉｔ ＝γ０＋γ１ＧＷｉ（ｔ－１）＋γ２ＳＥＲｉｔ＋γ３ＴＵｉｔ＋δ３Ｘｉｔ＋εｉｔ （８）
其中，ＴＵｉｔ表示制造业转型升级，用各制造业行业的利润率水平 （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①

衡量。此外，采用温忠麟等［３８］提出的检验程序检验中介效应。
表６列 （１）和列 （３）回归结果显示，制造业服务化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究其原因，一方面，研发设计、信息技术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内含大量先进的知识技术信息，
制造业企业经过学习，有助于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增强自主研发能力，推动技术进步，进而有
力支撑企业由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制造业
服务化能使企业获得更多质优价廉的生产性服务，有助于改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生产
效益，从而增强企业攀升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能力，从事更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助推制造业转型升
级。列 （２）和列 （４）的结果显示，污染改善和环境ＴＦＰ双重视角下，制造业服务化和制造业转
型升级对绿色福利的回归系数均十分显著，验证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作用。究其原因：其一，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往往伴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和资金积累，有利于企业规模扩张，享有规模经
济，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并改善规模效率，带动生产率进步；其二，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技术和
资金优势也将有力支持企业清洁生产，通过购买或研发及时更新改造排污设备，提升治污效果，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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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少污染排放，推动环境改善。综上可知，制造业服务化可以通过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增长与
环境改善，从而实现中国绿色福利整体水平的提高。

表６　基于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Ｕ　 Ｐ　 ＴＵ　 ＥＴＦＰ

Ｌ． ０．５９１２＊＊＊ ０．９３２７＊＊＊ ０．４２８９＊＊＊ ０．７８１１＊＊＊

（２６．１５５５） （８６．２３２９） （４．７５４３） （１０．３０６８）

ＳＥＲ　 ０．０６０７＊＊＊ －０．１２６６＊＊＊ ０．０９０２＊＊＊ ２．７８４１＊＊＊

（３．２２６８） （－４．５３０８） （２．７７５１） （２．９７７９）

ＴＵ －０．１０５４＊＊ ３．６２０８＊＊＊

（－２．０２６２） （２．５９４８）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２７８３　 ０．１９４４　 ０．２４７６　 ０．２５５０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０．３２０３　 ０．３４９８　 ０．７１１１　 ０．４００８

ＡＲ （２） ０．２４９３　 ０．３７４１　 ０．１０７９　 ０．１１２４

（二）制造业服务化影响绿色福利的异质性分析
１．基于行业污染密集度的异质性分析。考虑到各行业的污染水平明显不同，对服务投入的敏
感程度可能存在差异，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制造业服务化对不同污染密集度行业绿色福利的影响。本
文依据污染强度中位数，将１７个制造业行业划分为污染密集型行业 （ｐｏｌ＝１）和清洁型行业 （ｐｏｌ
＝０）①，并引入交乘项ＳＥＲ×ｐｏｌ进行分析。表７估计结果显示，交乘项的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
显著为负和为正，表明在污染改善和环境ＴＦＰ双重视角下，制造业服务化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绿色
福利的提升作用均大于清洁型行业。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清洁型行业大多为劳动和技术密集行
业，资源要素的占比较低，而污染密集型行业呈现出资源密集的特点，故生产性服务投入带来的人
力资本等高级要素对资源要素的替代效应更容易在污染密集型行业中显现出来，使其更有意愿大力
度削减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线和机器设备，进而带动污染改善和环境ＴＦＰ增长。另一方面，由
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污染排放规模更大，同等技术溢出条件下，清洁技术进步对其减排的边际效应
可能大于清洁型行业，从而带来更显著的绿色福利改善效果。因此，制造业服务化在污染密集型行
业的绿色福利效应大于清洁型行业。

２．基于不同服务投入来源的异质性分析。在全球生产分工环境下，一国制造业服务投入不仅
来源于国内，也会从国外大量进口中间服务。因此，本文利用公式 （４）分别测算制造业国内和国
外服务化水平，考察不同服务投入来源对制造业绿色福利的影响。表７回归结果表明，污染改善和
环境ＴＦＰ双重视角下，制造业国外服务化的绿色福利效应均大于国内服务化。可能是因为，长期
以来形成的国际代工模式致使中国产业发展呈现以制造业为重心的特点，生产性服务业受到了一定
的抑制。信息技术等现代服务产业相对落后，而运输仓储等传统行业的比重较大，使国内服务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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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污染密集型行业９个：Ｃ１０—Ｃ１２、Ｃ１３—Ｃ１５、Ｃ１７、Ｃ１９、Ｃ２０、Ｃ２１、Ｃ２３、Ｃ２４、Ｃ２８；清洁型行业８个：Ｃ１６、

Ｃ１８、Ｃ２２、Ｃ２５、Ｃ２６、Ｃ２７、Ｃ２９—Ｃ３０、Ｃ３１—Ｃ３３。



对制造业生产技术的提升作用较弱，因而对绿色福利的带动作用相对有限。而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
的生产性服务业起步较早，并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研发、信息等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
产业的专业优势更加突出。因此，国内制造业通过离岸服务外包，能够从中获取较多的先进技术，
从而实现技术进步。而先进的生产技术将支持企业更大力度地实施生产流程升级和治污设备改造，

提升资源利用和污染减排效果，从而获得产出与环境的双赢，带来更大的绿色福利效应。

表７　基于污染密集度和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污染密集度 国内服务投入 国外服务投入

Ｐ　 ＥＴＦＰ　 Ｐ　 ＥＴＦＰ　 Ｐ　 ＥＴＦＰ

Ｌ ． ０．９２５３＊＊＊ ０．８４２０＊＊＊ １．００３５＊＊＊ ０．８３２９＊＊＊ ０．９８７４＊＊＊ １．１１５４＊＊＊

（１３７．９２９４） （１３．６５６８） （１２４．９００５） （１４．２１７０） （１３７．４１５７） （１３．３６１２）

ＳＥＲ －０．０７０４＊＊ ２．８０２１＊＊＊ －０．０７９１＊＊＊ ２．４３８８＊＊＊ －０．１０７７＊＊ ３．６１９８＊＊＊

（－１．９９１４） （２．８２０７） （－４．０７７５） （２．９４９２） （－２．３３５４） （４．１２７９）

ＳＥＲ×ｐｏｌ －０．０３８３＊＊＊ １．２８２１＊＊＊

（－４．１６７１） （３．７７９８）

常数项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Ｏｂｓ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Ｓａｒｇａｎ检验 ０．２８３９　 ０．６９４８　 ０．１１６７　 ０．４６１８　 ０．１１６３　 ０．１７１４

Ｈａｎｓｅｎ检验 ０．２９７９　 ０．２９４８　 ０．１７４２　 ０．５２１４　 ０．１８２５　 ０．２１９６

ＡＲ （２） ０．３５１３　 ０．１３７０　 ０．３２９１　 ０．０９８０　 ０．３３３６　 ０．１１８１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污染改善和环境ＴＦＰ双重视角，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采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１７个制造
业行业面板数据，对制造业服务化的绿色福利效应及其内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狭义和广义双视角研究均支持制造业服务化有利于中国绿色福利提升的观点。从狭义层面
上看，制造业服务化的技术创新和价值链升级效应有助于企业技术进步，增强价值链攀升能力，从
而向环境友好的高端环节延伸，减少污染排放，促进环境改善；从广义层面上看，制造业服务化有
利于资源配置优化，提高生产率水平，从而带动环境ＴＦＰ增长。剖析其内在影响机制，规模效率、

技术进步及环境改善在两者间起正向传导作用，纯技术效率为 Ｕ型关系。此外，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两者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

２．制造业服务化在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绿色福利效应大于清洁型行业，前者具有资源密集的特
点，对服务化的要素替代作用更加敏感，故会更大幅度地降低污染强度，改善绿色福利。制造业国
外服务化的绿色福利效应大于国内服务化。进口中间服务内含大量前沿技术，有助于企业技术进
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带动绿色福利提升。

３．此外，还有以下几点发现：（１）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绿色福利提升。劳动生产率进步有利于
企业规模扩张，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提高规模效率，带动绿色福利改善。（２）所有制结构存在抑制
作用。过度投资容易加剧国有企业资源错配，从而降低技术效率，阻碍绿色福利提升。（３）能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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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环境规制与绿色福利均为Ｕ型关系。
本文为理解制造业服务化对绿色福利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全新的经验证据，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和

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１．着力推动制造业服务化，提升绿色福利水平。一方面，加大生产性服务投入，增强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中介作用。深化融合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并增加研发设计、信息技术、金融保险等
服务类支出，充分发挥其技术溢出和融资支持效应，引导企业向技术密集度更高的生产环节过渡，
摆脱高污染领域，建立清洁型生产体系。另一方面，针对不同行业，制定有差异的服务化战略。对
污染密集型行业，采用税收优惠、财政补助等方式鼓励企业加大生产性服务投入，发挥人才、信息
等服务要素对资源要素的替代作用，通过要素结构升级改善绿色福利；对清洁型行业，借助离岸服
务外包或高质量服务业外资等途径，追求高端服务化，提高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占比，进一步强化
其绿色创新能力。

２．积极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快国内生产性服务业改革。一方面，加快实施跨境服务贸易
负面清单制度，做好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工作，有序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需加强与发达国家的贸易
合作，稳定高端生产性服务进口规模，借助进口服务带来的国际管理经验，推动制造业管理制度变
革，改善技术效率，带动绿色福利提升。另一方面，完善国内生产性服务业的管理体制，减少市场
准入限制，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关键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对研发设计、信息技术等新兴
服务业在资金、政策方面予以扶持，促使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向高端转变，为制造业提供更多来自国
内的高质量服务，发挥技术溢出对生产及治污活动的积极作用，促进绿色福利改善。

３．继续加强规模效率效应、技术进步效应及环境改善效应，带动绿色福利提升。首先，努力
打造多个具有金融、信息、销售等现代服务功能的综合性平台，支持制造业企业参与更高水平的跨
国投资和并购活动，扩大国际市场份额，增强规模化经营能力以提升规模效率；其次，鼓励企业在
增加技术密集型生产性服务离岸外包的同时，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扩大创新型人才队伍，提升对高
质量服务溢出技术的吸收转化效果；最后，借助服务投入，加强对人力资本、知识资本等高级要素
的积累和运用，加大对资源投入的替代和挤出力度，通过要素结构调整，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环境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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